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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幻想 
——一种弥散于当代都市小说的文本性态度 

罗钱军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摘要：文本性态度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 

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的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尽管有很多人意识到“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 

难性的” ，但文本性态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如今，这种文本性的态度正以“全球化”幻想为 

指归在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中弥散，因而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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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关 

键词之一，它已经成为我们无法规避的社会环境和文 

化环境。在“全球化”潮流的强大推进中，任何极端 

的文化保守主义行为都将无立足之地，因为它非但不 

能建构起新的“自我认同”主体感，反而陷入更深层 

次的“失语焦虑”。作为“全球化”历史图式中文学 

突围的现实策略，关于“全球同步”的生活空间想象 

开始全面渗入当代都市文学叙事中。遗憾的是，这一 

原本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正逐渐被消费文化的逻辑 

所改造，丧失了对“全球化”共同文化意义的原生性 

阐述，使之日益成为一个空泛的“文本性态度”，进 

而影响着文学受众甚至作者自身对“现代化”生活方 

式的具体指认。 [1](109) 

一、文本性态度的内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阐述过诸多概念， “文 

本性态度”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萨义德并没有特 

意给文本性态度下一个定义，而是在一系列事例中说 

明了文本性态度的含义。文本性态度就是指“人们宁 

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 

触”的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 [2](121) 无疑，在萨义德看 

来，西方学界的东方学家所开展的研究一直处于这种 

状态。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凌越于东方之上，作为思考 

东方的一种体系，它总是从具体的细节上升到普遍的 

问题，如对一位 10世纪阿拉伯诗人的看法， 会被人为 

提升为关于埃及、伊拉克或阿拉伯其他地方的东方人 

心性的普遍证据；而且，东方学假定了一个一成不变 

的、 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方(其理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 [2](125) 因为事先存在的一般范畴为特定事件限定 

了活动的空间：不管特定的例外事件有多么例外，不 

管单个的东方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脱在他四周密置的 

樊篱，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最后还是东方人。 [2](133)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东 

方学文本之上的。萨义德借用了福柯的话语概念，着 

重强调了文本性态度中的权力属性，这就使他的这一 

个概念与一般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后 

殖民主义批评的立足点也是这样一个假设，即西方与 

东方的权力不平衡，这是萨义德整个《东方学》展开 

的起点。正是发生在西方学界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失 

衡状态， 使得萨义德对文本性态度持完全的否定态度。 

他认为东方学的发展太过于依赖文本，而不去关注现 

实东方的实际情况，即使真正接触了东方，他们也会 

用文本的术语去归纳概括东方，从而置现实东方于不 

顾。 [3] 作为东方的审判者，现代东方学家并不像萨义 

德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将东方作为研究对象，与其拉开 

距离；他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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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种文本性态度的具体表现)了的东方。 [2](136) 对 

此“东方化”了的东方，安沃尔·阿卜德尔·马勒克 
(Anwar Abdel Malek)有极好的描述： “东方和东方人作 

为被东方学研究的对象， 深深地打上了他性(otherness) 
的烙印，然而这一他性却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具有本 

质论的特征。这一研究对象通常是被动的，没有参与 

能力，被赋予了一种‘历史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 

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 

可以被接纳的惟一的东方或东方人或‘主体’已经被 

异化，在哲学的意义上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 

定。 ” [2](126) 

萨义德尖锐地指出，尽管有很多人意识到“将书 

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 ，但“人 

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 

接接触，这似乎是人类一个普遍的弱点” 。 [2](120−121) 而 

当下，这种文本性的态度正以“全球化”幻想为指归 

在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中弥散。 

二、都市书写中“全球化”幻想之表征 

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 

文化摩擦和文化碰撞日益增多，弱势文化更是经常面 

临强势文化的压力。以西方现代化为坐标的现代性诉 

求，往往导致弱势文化热衷于展开一种模仿色彩极浓 

的创新活动，这种为自己设置了明确目标的现代性诉 

求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策略”的意味，与此同时，又 

生成一个必然的结果即现代性焦虑，这是一种不断地 

追寻西方现代化而又时时自感落伍的心态。 “全球化” 

语境下的主体性确认的渴求，成为时下大众“现代性 

焦虑”的一项核心内容，而具体到都市文本叙事中， 

则转化为叙事对象对“全球同步”的热烈呼唤。 
(一) 对“全球同步”商品消费的渴求 

对自身身份、 文化特性的认同和归属是天性使然，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让人产生文化认同的假象，以为消 

费品的“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语)可以掩盖甚而弥补 

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缺失。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 

不无忧虑地指出： “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 

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 

言、 我们的编码， 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 ” [4](71) 

在这样的消费逻辑中，个体的消费即意味着符号的区 

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分与类同在于是否拥有共同 

的被编码了的符号。于是，在新生代作家如池莉、唐 

颖、卫慧、棉棉等人的都市书写中，中产阶级对具有 

“全球化” 符号价值的商品的消费成了实现身份认同、 

消解焦虑的最佳捷径。如在卫慧小说《上海宝贝》中， 

倪可用的香水是“法国进口的” ，饮的是“马丁尼酒” ， 

坐的是“别克”轿车；天天弹的是 “施特劳斯牌钢琴” ， 

抽的是“tedlapidus牌香烟” ；其他诸如古驰、香奈尔、 
CD、CK、范思哲等名词更是充斥全文，俯拾皆是， 

以致有人戏称其在开世界名牌展销会。世界名牌在这 

里不仅是商品质量的保证，此种“夸示性消费” ，也承 

载着叙事对象的一种文本性态度，他(她)们试图藉此 

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自我身份定位，满足其“全 

球居民”的乌托邦幻想。 
(二) 对“全球同步”文化消费的渴求 

在新生代很多作家的文本中，男女主人公们不仅 

用最新的“全球化”的名牌商品来包装自己，还用布 

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来提升自我形象，实现想 

象中的身份认同， 进而陶醉于毫无现实依据的优越感。 

他们时而欣喜于“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 

起” ，时而向往“西方 60年代那种狂欢的诗歌沙龙” ， 

时而以断然的口吻宣称“小资已经落伍了，现在的新 

名词是 BOBO族” ，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尼采、 

金斯堡、 帕格尼尼、 毕加索、普契尼和 《波西米亚人》、 

柴可夫斯基和《胡桃夹子》等等西方艺术领域耀眼的 

名词他们能如数家珍。很显然，对西方文化时尚的狂 

热崇拜成为都市新贵们典型的文本性态度，让人怀疑 

的是，对那些文化符号他们能真正理解多少，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将之当成一种身份确认的代码，当成他们 

彼此交流的一种媒介，并进而成为他们装点人生的一 

种重要“饰品” 。 [5](69) 

(三) 对“全球同步”生活方式的渴求 

当代媒体文化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表现在具体的 

商品消费的诱导上， 更是表现在对生活方式的诱导上， 

因此，“全球居民”幻象的制造不仅要在生活消费品 

和文化产品诉求上与全球同步，更为重要的是在“生 

活方式”诉求上实现全球同步。在全球化潮流中，都 

市中产阶级的“全球同步”的生活方式，看似出自都 

市新贵们自身的需求，实际上是受消费逻辑控制的， 

是由大众媒体通过诱导或隐喻方式来启动的。都市作 

家们浓墨重彩地进行描述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 

式”“雅痞的生活方式”“都市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方式” 

等等，不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渐渐养成的 

稳定的消费习惯和态度，而是指消费个体认同并跟随 

某种“全球化”社会时尚的“策略行为”，目的是为 

了在消费过程中呈现新的个体形象进而获得新的社会 

地位。因此，充斥于当下都市文本的所谓的“全球同 

步”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它的本真意义，蜕变成一种 

文本性态度，带上了静态的、机械对应的特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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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尔夫球运动与中产阶级的度假生活联系起来，而 

驾驶游艇出游则与上流社会的休闲方式相匹配， 等等。 

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中，时尚是全球共享的，在与 

市场化运作机制相结合的消费神话中，“本土”概念 

似乎乏善可陈，因为人们原本就生活在本土中，如果 

这一神话不能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天地，那它就不会有 

多大的吸引力。 [6](144) 作家群体敏锐地把握住了文学受 

众的这种需求，于是一种反映“全球居民”(主要以中 

产阶级为其代言人)世态百相的文学书写就开始流行 

于当下的都市文学创作中。 

三、潜文本：作者想象视野中的 

“全球化”幻象——“个体 

自由”叙事合法性之因 

想象视野是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共时性本质论 
(synchronic  essentialism)的称谓， “我之所以将其称 

为想象视野是因为它假定可以对整个东方进行一 

种全景式的观照” 。 [2](305) 想象视野是文本性态度的 

结果，它具有共时性的静态特征。想象视野的静态 

特征使得西方一直把东方限定在古代。除共时性本质 

论外， 能够形成想象视野还有总括性陈述(summational 
statements)。萨义德举例说： “对阿拉伯语法或印度宗 

教形成一个相对而言并不复杂的观点的同时，东方学 

家往往被理解为(并且视自己为)在对整个东方做出陈 

述，并借此对东方做出总体性的综合。因此，对单个 

东方事物的每一具体研究都将以总括的方式同时确认 

这一事物内在具有的总体东方性。 ” [2](326) 在文本中逐 

渐形成的话语机制通过共时性本质论与总括性陈述建 

构了东方学的想象视野。 

我们知道，罗兰·巴特的“神话”意指系统是借 

助二级符号学模式来进行操作的，在第一级系统中的 

符号向第二级系统中的能指转化过程中，第一级系统 

的符号被去除了其即刻性的、偶然的、具体的历史内 

容而导致其意义不完整，但这种符号意义的不完整性 

正是“神话”构型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为第二级符号 

系统中的所指对其进行变形与异化提供了契机。 [7](171) 

由此可见， “想象视野”亦具有 “神话”特质，因为“想 

象视野”同样是被去除了其即刻性的、偶然的、具体 

的历史内容从而在意义上呈现出不完整性的意指系 

统，由此“想象视野”的所指内容同样可以被异化， 

被扭曲。 

无论是欧洲大陆的传统东方学还是二战后的美国 

东方学，想象视野一直是他们认识东方的先决条件， 

也是种种谬误的来源。而想象视野绝非是东方学家的 

“专利” ， 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都普遍存在， 当今都市 

小说的潜文本中也充斥着作者对“全球化”的种种想 

象视野。 

作为可供不同国家、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 

涂写欲望、梦想与希望的“写字板” ， “全球化”的阐 

释、覆盖空间及其功能日益扩展，从政治、经济到文 

化层面，更经由大众文化的传播渗透到个体的生活理 

念中。大众文化通过各种传媒渠道与技术平台倾力打 

造的“神话部落”(鲍德里亚语)的制高点即是“全球 

性神话” ， 在宣传中，全球化被描绘成国家现代化的美 

好前景，它不但是经济、民主发展的保障，还提升着 

高雅、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的蓝图无比诱 

惑， “好日子就要来了” 。 [8](110) 然而，在“价值观念、 

公共空间与交往方式必然地趋向全球化的同一体系” 

的潮流中， [9](92) 警惕“全球化”幻象的重任同样艰巨 

地摆在面前。那么，在当代都市文学创作中，我们有 

着怎样的“全球化叙事” ，这一“全球化叙事”与大众 

传媒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其对文学叙事的审美精 

神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引领的“全球规划”的渗透中，一个 

以西方自由民主品格为想象基础的新市民社会逐渐获 

得了叙事的合法性。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学 

术界原本指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 

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组织状态。在这种由市民构成的 

社会中，由于个人利益上的异质性和彼此的互补性形 

成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彼此依存、具有不受国家支配 

和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被视为构建多元文化格局的基 

础。 [10](301−302) 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正如不少学 

者已经指出的，虽然城市化、信息化等层面已经进入 

较高水平，但这种经济指标层面上的“市民社会”并 

不等同于作为公共领域性质的市民社会，大众传媒乃 

至当下都市小说所津津乐道的“新市民”理念尚缺乏 

现实性基础，属于文本性态度，然而，以“全球同步” 

想象视野为主体诉求的市民社会却已经成为当下都市 

文学的审美表现核心。 

如果说“全球神话”作为消费时代“神话部落” 

的最高理想，着意制造“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幻象， 

“市民神话”作为其社会文化基础，制造着多元共生 

幻象；那么， “消费神话”无疑是这一“神话部落”的 

基底，作为意识形态，调动着“全球神话”与“市民 

神话”一起，制造着个体自由的幻象。 [8](110−112) 这种个 

体自由的幻象频繁地出现在当代都市叙事文本中，成 

为典型的由“全球化”文本性态度催生的想象视野。 

这种想象视野的个体自由幻象， 在消费伦理的呵护下， 

已经渗透进当前文化语境的各个层面，消解了道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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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束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恋意识弥漫开来。然 

而，当自恋呈现出文化意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意义 

上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或者说，成为一种普遍的 

文化诉求，它便与外界环境与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同 

构关系，反抗性也荡然无存了，反而成为向权力献媚 

的条件与前提，如以卫慧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女作家 

的作品中就充斥着这样一种消费性文化自恋，形形色 

色的女人们对身体的关注、修饰与调节不是为了更坚 

定自我信念，而是为了更好地取媚于人。随着自由意 

志、理性、批判性的枯萎， “个体自由”叙事沦为“多 

元化”修饰与装点，真正的精神垄断则悄悄掩身在多 

元化的背后。 [8](153,174) 因此，以“全球化”想象视野 

为前提的“个体自由”叙事，其合法性是表象的、虚 

幻的，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早已陷入“他者”的控制之 

中。 

四、文本个案解读：王安忆小说 

《我爱比尔》 中的东西方文本性 

态度碰撞和后殖民魅影 

上文已经提到，当代都市文本中频繁出现的“个 

体自由”幻想是一种隶属于总体性“全球化”幻想的 

文本性态度。王安忆发表于 1996年的中篇小说《我爱 

比尔》便是对此“个体自由”幻想的描述和阐释。小 

说中的阿三是一个颇有才华的美专学生，她娇柔、清 

秀、妆容衣着特立独行，气质神秘而迷人。 “一切都是 

从爱比尔开始的” ，这是小说的开头， 也是阿三噩梦的 

开始。年轻、帅气、栗色头发的比尔是驻沪外交官， 

虽然阿三不计代价和后果地“爱比尔” ，但比尔并不 

“爱”她而只是“喜欢”她身上异国情调和独特气质 

而已。比尔走了后，在刻骨思念和无尽寂寞的日子里， 

她结识了比她小三岁的法国画商马丁。在阿三看来， 

马丁是真爱她的，但是随着马丁在上海短暂的逗留期 

结束，这段恋情如昙花一现般地画上了句号，因为马 

丁“从来没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 ，对于他 

来说“这不可能” 。此后的阿三陷入了沉沦，她开始到 

各式酒店大堂去结识各种各样的外国男人，和他们发 

生肉体关系，从他们身上寻找比尔的影子。终于在一 

次和外国人的纠纷中，她被当成卖淫女而被捕，开始 

了服刑生涯。故事从头至尾叙述得很平静，没有疾风 

暴雨式的倾诉，但“于无声处听惊雷” ，字里行间读者 

可以感到一份刻骨铭心的悲凉和绝望。 [11](73−74)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批评道： “学术探察者把标 

记为‘东方人’的这一类型与现实生活中可能碰到的 

任何具体东方人混为一谈。多年以来沿袭下来的传统 

已经赋予谈论闪米特精神或东方精神之类问题的话语 

以某种合法的地位。…… 因此，东方与生俱来的原初 

性就是东方本身，每一处理或书写东方的人最终都不 

得不转向这一观念，就好比转向的是不受时间或经验 

限制的永恒的检验标准一样。 ” [2](293−294) 而小说中的比 

尔就是这样一个探察者和探险者，在他的眼中，阿三 

“有一种东方的神秘” ， “不像人，离现实很远的，是 

一种想象样的东西” ，中国与阿三的“特别”于他而言 

是纯粹的“他者” ，至于这个他者是中国、南美还是非 

洲， 在他眼里也许并不存在质的区别， 正如他说的 “我 

都喜欢” ，因为它们都不相同，都是特别的。 [11](74) 至 

于马丁，尽管他连连地对阿三说“我爱你” ，但在他眼 

中，阿三同样只是神秘东方的化身：有时马丁先睁开 

眼睛，看着阿三的中国人的脸在窗帘透进的薄光里， 

小而脆弱，纤巧的鼻翼看不出地翕动着，使那轮廓平 

淡的脸忽显得生气勃勃。他想起在他遥远的家乡，那 

一家中国餐馆里，有一幅象牙的仕女图。中国人的脸 

特别适合于浮雕，在那隐约的凹凸间，有一股单纯而 

奥妙的情调。……因此， 临别之际，面对阿三 “马丁， 

带我走吧”的告白，他的回应“我从来没想过和一个 

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 我怕我不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彰显的以共时性本质论为核心的文本性态度是 

“关于种族、 文明和语言之间显著差异的事实是(或被 

假定为)根本性的、无法消除的、直达事物本原的，它 

断定人们无法从起源以及起源所产生的类型中逃离， 

并以此设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边界” 。 [2](297) 正如东 

方学家会用文本的术语去归纳概括东方从而置现实东 

方于不顾， “作为东方人的身份特征压倒了任何与其 

相对立的特征。东方人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具体 

的人” ， [2](294) 想象视野的静态特征使得阿三难逃被比 

尔和马丁的文本性态度物化的命运——她只是一个东 

方奇观的化身，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以与之相恋相 

守的同类。 

而阿三则不同，她对马丁说的那句话“马丁，带 

我走， 我也要去你的家乡， 因为我爱它， 因为我爱你” ， 

点明了阿三悲剧源自于一种她自己也许从未意识到的 

文本性态度——“全球神话”下的个体自由幻想。刚 

认识比尔的那一年， “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 

二年级。在这个活跃的年头，阿三和她的同学们频繁 

地出入展览会、音乐厅和剧场，汲取着新鲜的见识。 

她们赶上了好时候，什么都能亲闻目睹，甚至还可能 

试一试” 。大都市、活跃的年头、艺术系等等，年轻的 

阿三身处其中，不可避免地浸染在“全球化”的叙事 

话语之中，而且“这样的文本不仅能创造知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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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它们似乎想要描写的那种现实” ， [2](122) 因此， 

她对西方人的文本性态度的形成， 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马丁与比尔相比如何呢？阿三问自己。在这矗立着 

孤零零的柏树的丘陵地带， 马丁和比尔一样显得朦胧， 

含糊不清。好像只是两个概念，而没有形象。比尔是 

碧蓝的，是那类典型的蓝眼睛，像诗里写的那样；马 

丁却是极浅淡的蓝色，几近透明。……比尔自然更为 

英俊漂亮，像个好莱坞的明星；马丁却更接近天籁， 

更为本质。似乎，比尔是个从试管里培育出来的胚胎 

长成的， 马丁却是一千代一万代延续下来的生命果实。 

而正因为马丁是这么一种自然的生物，阿三便觉着更 

加隔膜了。连他的吸引也是隔膜的。比尔的世界是大 

的，喧腾的，开放的；马丁的则是宁静，偏僻，孤立， 

接近它的道路更为曲折”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阿三眼 

中的比尔和马丁，其实不是现实世界意义上的人，而 

是文本性态度导致的想象视野中的西方人。身为画商 

的马丁“对艺术也说不出有多懂，甚至谈不上是爱好 

艺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几乎无甚见解，他甚至 

显得有些闭塞” ，但这样一位艺术门外汉对阿三的画 

作发表的否定意见，竟然可以摧毁了她对绘画的看 

法，原因在于阿三认为“这个画廊老板的孙子，生活 

在法国，他的天性里就有着一些艺术的领悟力，虽然 

无法用言语表达。从米开朗琪罗开始的欧洲艺术史， 

是他们的另一条血脉，他们就像一个有道德的人明辨 

是非一样明辨艺术的真伪优劣” 。对西方人、 西方世界 

近乎膜拜的文本性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阿三自身 

身份的认同危机， “这其实是一个困扰着她的矛盾， 

那就是，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做一个中国女孩，可是 

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东西 

方文本性态度的碰撞，强弱立判。与西方人经历了两 

次惨痛的感情挫败，阿三并没有就此回头，反而更深 

地陷入“西方迷恋”的泥沼。豪华酒店的大堂成了她 

重新编织梦想的舞台，她有意识地搭识外国人，并努 

力以一个西方化的对等而独立的人格与对方交往，但 

是这一文本性态度在现实面前遭到了无情的肢解，所 

有与她交往的西方人都将她视为高级妓女，她感到无 

比的屈辱，因为“她从不以为她们与她是一样的人， 

可是拗不过人们的眼光，到底把她们划为一类”。 

比尔这个名字在小说一开始时就出现过，结尾时 

这个名字又出现了：“想起比尔，阿三心里忽有些悲 

悯般的欢喜，想着：比尔，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她用比尔鼓舞着自己的信心，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 

是不平凡的，决不会落入平凡的结局。”无疑，在阿 

三的心目中，比尔是彼岸的化身和象征，而实质上他 

只是存在于阿三想象视野中的幻象。 [5](58−59) 阿三的 

“我爱比尔”实质上是文本性态度催生的一次无望的 

努力，希冀自己东方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通过爱情被 

接纳被改变，但东西方文化中森严的壁垒并未被“全 

球化”的历史图式所消融，后殖民的魅影依然如影随 

形。如果“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自觉迎合甚至 

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那么“错错相因的 

结局必然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再改写” ， [1](108−109) 

然而“全球同步”的想象视野，“个体自由”的文本 

性态度，使得阿三仍然敢于去和西方人“爱”和“被 

爱”，其悲剧式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齐泽克曾说过： 

“在意识形态空间中幻想具有极度的含混性。幻想从 

正反两个方面起作用，它封闭了选择的实际范围，同 

时又维持着虚假的开放空间，从而制造出假象，仿佛 

被排斥的可能成为现实，仅仅由于临时出现的一些状 

况才使这没有发生。” [12](36)  但在这部小说中可以发 

现，与大多数新生代作家不同，王安忆自始至终对“全 

球同步”幻象有着清醒的认识， 没有给小说安排任何意 

外的情节， “我爱比尔”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这是她的过人之处，也使得这部小说不至成为“苏丝 

黄”式的都市传奇。 

事实上，阿三的悲剧不仅仅是一出个人的悲剧， 

也是“全球化”幻象下的时代性悲剧。身处资本全球 

化时代的中国，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媒日益渗 

入其民众心理，催生了大批年轻一代女性的后殖民文 

化心理。此种后殖民文化心理具有典型的“文本性态 

度”特质——想象的、静态的、共性本质论的，因此 

极易陷入非理性的对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当它与同 

样具有“文本性态度”特质的“个体自由”和“全球 

同步”幻想合谋，一出出阿三式的异国恋悲歌就此前 

赴后继地上演，成为都市书写中可悲又可叹的景观。 

五、结语 

应该说，与学科研究中的“文本性态度”不同， 

文学叙事中叙事对象的“文本性态度”本身并不是问 

题。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主人公的“文 

本性态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也正是对人类天性 

中这一“普遍的弱点”所作的深入刻画，才令该书成 

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至今魅力依存。 [13] 倒是叙事 

主体即作者该时时警惕，不要让“文本性态度”左右 

自己的创作，勿陶醉于自己的“想象视野”以致丧失 

对周遭世界的感知能力。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明 

确指出： “叙事应该是‘书面历史用以抵挡顽固存在的 

想象视野的特有形式’ ， ‘想象视野对现实的支配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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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获取权力的愿望， 一种寻找真理和解释的愿望， 

而不是历史的客观趋势。 ” [2](306) 因此，如果我们的作 

家忽略无处不在的“中国语境”和“中国事实” ，任凭 

“全球化”叙事话语的泛滥，接受并使之成为一种新 

的话语霸权，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这样的文本 

性态度为指导的写作， “既不能和人的真实生存发生 

深刻的联系，也不能帮助受众完成‘全球化’背景下 

真实的身份认同” 。 [1](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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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Illusion: A Textual Attitude Prevail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y Novels 

LUO Qi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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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book Orientalism Edward W. Said puts forward a core concept “textual attitude” which refers to a way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by drawing on the schematized authority of  books  rather  than directly  contacting the reality. 
Although many  people  realize  the  foolishness  and  hazardousness  of  “mechanically  and  blindly  applying  the  textual 
knowledge  into reality”,  such “textual attitude” still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human  thinking, which, as  it  looks,  is a 
common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Nowadays,  “textual  attitude”  takes  the  cloak  of  “globalization”  illusion  and 
prevail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city novels. Th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therefor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extual attitude; vision; Said; globalization; city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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